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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研究通过行为与脑电技术，对语言符号与知觉符号学习方式对外语词汇习得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词汇编码阶段，相较语言符号表征，知觉符号表征诱发更正的 LPC 成分；对

于词汇再认阶段，知觉符号表征条件诱发更大 N400 成分，脑电时频分析表明与语言符号相

比，知觉符号表现出 μ 波抑制及 θ 波功率增强现象。基于以上结果，作者认为语言符号方式

更为快捷，知觉符号方式更为深度的加工。知觉符号更能提高词汇学习效果。有以下几点问

题，供参考。  

 

意见 1：前言关于语言符号与知觉符号在外语学习中作用的阐述中，混淆了外语学习与外语

加工，列出的证据主要是关于外语加工，而非语言习得。例如，“无论双语者或三语者在加

工外语时都会以母语为中介，实现对外语词汇的语义通达”；“双语者只有在加工熟悉的外语

词汇时才会更大程度的激活词汇所涉及的知觉符号信息”。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指出这一问题。为避免概念的混淆，我们将 1.2 部分“语言符号与知觉

符号表征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的文献重新进行了梳理（见 41~46 行、56~60 行）。在此作

如下说明： 

1.2 部分分为两个段落，各自就语言符号表征与知觉符号表征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进行

了分析说明。其中第一段落的核心观点是：外语学习阶段对词汇的语义表征多借助母语，

这种情况下，外语学习常体现出语言符号表征的特点。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对支持

此观点的证据进行了调整，将外语学习与外语加工的文献进行分组，以避免评审专家提到的

证据混淆问题。主要从三方面列举支持性证据：（1）二语习得的研究表明，外语学习者常

借助母语实现对外语词汇的语义通达[我们将这一论点的支持文献替换为外语学习的研究(L

inck et al., 2009; 马拯, 2015)]；（2）二语认知研究表明，外语熟练度会反向调节母语在外

语语义通达中的作用，外语熟练度越低，外语加工中的母语依赖现象越明显；（3）二语认

知研究表明外语熟练度会正向调节知觉符号信息在语义通达中的贡献，双语者在加工越熟悉

的外语词汇时，越会更大程度的激活词汇所涉及的知觉符号信息。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后两

方面研究多关注的是外语加工问题，但其亦将外语熟练度作为考察因素，因此，也可以为外

语学习的认知特点提供必要的支持（这其中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也是针对的外语学习者的语义

表征特点）。总之，通过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可以综合反映出在熟练度较低的外语学习阶段，

母语对外语的语义表征发挥了主要影响，而知觉符号表征的影响较小，故外语学习常体现出

语言符号表征的特点。 

第二段落的核心观点是：在外语词汇学习过程中合理使用知觉符号表征将会促进学习

效果。本文在这一部分引用的文献涉及的均为外语词汇学习与新词（如外语或母语假词）学

习，这些文献均反映了词汇学习过程。此外，我们在这一段又加入了两篇从发展心理学角度

探讨儿童词汇学习与身体感知经验的文献(Comesana et al., 2009; Maouene et al., 2008)。



整体上，本段从儿童学习母语，成人学习新词、外语词汇等角度，对知觉符号表征的积极影

响进行了论证。 

综上，我们通过将文献分组、增删，从而希望避免列举证据的混淆，并使研究问题进

一步聚焦于外语词汇学习。 

 

意见 2：对于 μ 波抑制现象缺乏相应的介绍，分析 μ 波抑制的基础不明确。另外，缺乏对符

号整合观的详细介绍。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先前我们考虑投稿对前言字数及参考文献的限制，并未在前言

中对 μ 波抑制现象以及符号整合理论做充分介绍。为能更清晰的表述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及脑

电特征选择依据，我们对这两部分内容进行了扩充。 

对于符号整合观，我们在 1.1 部分补充了相关的脑成像与脑电研究证据，并对两种符号

信息在语义加工中的作用时间进程特点做了说明（见 21~35 行）。 

对于 μ 波抑制现象，我们在 1.4 部分补充了有关其产生原理及与镜像神经元、知觉模

拟相关联的介绍（见 122~127 行）。 

需要说明的是，支持符号整合观的认知神经科学证据（特别是脑成像证据）以及 μ 波

抑制与镜像神经元关系的研究相对较丰富，但考虑稿件篇幅，我们仅列举其中代表性和综述

性的相关文献。 

 

意见 3：对于 LPC 与 N400 的认知意义不明确，而两者的认知意义是本研究的基础。作者指

出更正的 LPC 以及更大 N400 代表对材料更精细的编码和更深度的加工，其理论与实验证

据相对较弱。作者可以考察 LPC 或 N400 与行为正确率的关系，证实该假设。同时，作者

可以考察 μ 波和 θ 波的关系，以便进一步证实 μ 波和 θ 波的认知意义。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首先，我们对四个脑电特征的认知意义及在本研究中的关注目

的进行说明： 

关于 LPC，以往记忆研究显示，LPC 振幅反应了对材料的编码精确性(陈燕妮 et al., 2

011)、认知资源的投入(Rosburg et al., 2015)以及记忆加工的深度(Rugg et al., 1998)。鉴于

此，我们考察记忆编码阶段词汇所诱发的 LPC，以检验两种符号表征对词汇编码深度的影

响。 

关于 N400，以往研究显示该成分反映词汇的形象化加工程度(Holcomb et al., 1999; L

ai et al., 2019)，其幅值与词汇的语义联想维度呈正相关，具有高意象性的词汇能够诱发更

大的 N400(Laszlo & Federmeier, 2011; Muller et al., 2010)。鉴于此，我们考察再认阶段词

汇所诱发的 N400，以检验两种符号表征对词汇语义的形象化提取程度的影响。 

关于 μ 波，以往研究显示 μ 波抑制可以有效标记感知运动皮层镜像神经元的活动(Brun

sdon et al., 2019; Pineda, 2005; 官群, 2019)。而镜像神经元一直被看作是知觉模拟的神经

基础(伍丽梅 et al., 2007)。因此，我们通过考察再认阶段的 μ 波能量变化，以检验两种符

号表征模式对词汇再认过程中的知觉模拟程度的影响。 

最后关于 θ 波，以往记忆提取研究表明，其功率的增加与记忆的成功检索有关(Herweg

 et al., 2020; Solomon et al., 2019)。因此，我们通过比较两种符号表征条件下再认阶段的

θ 波能量，以检验语义表征模式对记忆检索效果的影响。 

其次，根据评审专家意见，我们将这四个脑电特征在各分析电极点下的数据进行了平

均，将四组特征平均值分别和再认正确率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 



表 1 本研究关注的四类脑电特征量和再认正确率的积差相关分析 

    编码 LPC 再认 N400 再认 μ 波 再认 θ 波 

再认正确率 
r 0.032 -0.287 -0.254 0.315 

p 0.821 0.039 0.070 0.023 

积差相关结果显示，再认正确率和再认阶段的 N400、θ 波之间的相关系数显著，和再

认阶段的 μ 波相关系数边缘显著，但是再认正确率和编码阶段的 LPC 相关不显著。我们认

为，正确率和 LPC 之间无明显相关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LPC 反应记忆编码加工的深

度，而正确率是记忆提取阶段的最终结果。这两个指标分属两个不同的记忆阶段，因此二者

的关联性较弱。第二，在本研究的程序中，被试在编码阶段完成对词汇的识记之后，还需要

完成 JOL 判断、心算等任务，之后才进行再认测验。因此，两个指标之间还涉及了若干相

对复杂的认知操作，这可能减弱了记忆编码深度对再认正确率的直接影响，使 LPC 和正确

率的线性关系被弱化。第三，根据论文中的分析结果，LPC 成分在电极点上的主效应及其

显著（主效应 F 值远大于其他脑电特征），反映了各电极位置的 LPC 平均波幅结果差异较

大，这可能亦对 LPC 与正确率的相关性产生了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 LPC 与正确率的相关不显著，但在本研究中，LPC 在两种表征条

件下差异显著，我们认为 LPC 的认知意义应当是比较明确的。首先，以往研究中有较充分

的证据表明 LPC 与认知加工的深度有关，加工深度越大，LPC 振幅越高(Rugg et al., 1998)。

其次，根据以往研究，两种符号信息认知特性表现为：语言符号在快速、浅层加工中发挥主

要作用而知觉符号在深层、精细加工中发挥主要作用(Louwerse et al., 2017)。综合 LPC 的

心理意义以及两种符号信息的认知特性可以很好的解释本研究中的 LPC 结果，即：由于知

觉符号相较语言符号更为依赖于深层认知加工，故知觉符号表征条件启动了对外语词汇的深

层语义编码，从而强化了记忆加工深度，并诱发更正的 LPC。因此在本研究中，LPC 应当

和由表征方式引发的语义编码深度密切相关。 

此外，根据以往 μ 波、N400、θ 波的相关研究结论和两种符号表征的理论逻辑，我们

认为以上三个脑电指标分别反映了词汇再认过程中，由镜像神经元活动引发的知觉模拟、对

词汇的形象性加工程度以及词汇的记忆检索三种认知特征。而按照逻辑顺序，受不同表征方

式影响，被试在再认过程中可能首先产生了对词汇不同程度的知觉模拟，这进一步影响了词

汇的形象性语义提取程度，而后又影响了记忆检索的效果，并最终通过外显的再认正确率表

现出来。故记忆检索和再认正确率的联系最近。因此，从相关系数上看，与记忆检索过程密

切相关的 θ 波和正确率的相关最为紧密。而镜像神经元活动与再认正确率之间还会涉及形象

性加工、记忆检索等过程。因此，与镜像神经元活动有关的 μ 波成分和正确率的相关相对较

弱，相关系数达边缘显著。而 N400 由于同形象性加工相关，在上述逻辑过程中处于中间环

节，故其相关系数在上述三种再认脑电特征中处于居中位置。 

总之，在本研究中，编码 LPC、再认 μ 波、N400、θ 波在实验条件间均出现了分离。结合

以往有关四个脑电特征心理意义的研究以及本研究所关注的语义表征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

四个脑电指标的认知意义在本研究中是比较明确的。我们在前言 1.4 部分对四个指标的心理

意义及在本研究中的关注目的做了进一步说明（见 103~131 行）。 

 

意见 4：作者强调“语言符号表征便于学习者快速获取学习材料的语义信息”，建议补充相关

证据，或本实验的研究发现是否支持该结论？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首先，“语言符号表征便于学习者快速获取学习材料的语义信

息”的观点来自符号整合理论（且这是相对于知觉符号表征而言）。一方面，该理论认为，语

言符号与概念原型的关系是抽象任意的、基于计算模型而抛开感知映射的，故语言符号表征

可实现快速但浅层粗糙的语义加工。而知觉符号表征需依赖浸入式的知觉模拟，从而实现深



层、精细但相对复杂滞后的语义分析(Louwerse et al., 2017)。另一方面，基于上述两种表征

模式的特性，一些实证研究又进一步支持了两种符号系统在加工速度及进程上的差异。例如

在行为研究方面，Louwerse 和 Connell(2011)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对概念的属性判断任务

中，语言符号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快速的判断反应时，而知觉符号因素可以更好地解释慢速

的判断反应时。在脑电研究方面，Louwerse 和 Hutchinson(2012)通过 EEG 技术及溯源分析

发现，具体概念的空间形象性加工过程中，语言符号信息的激活先于知觉符号信息。相似的，

王汉林等人（2020）的脑电研究也发现，在抽象道德概念的空间形象性加工过程中，语言符

号信息优先被激活并对概念加工发挥了相对持久的影响, 而知觉符号信息则在概念加工的

中后期发挥了主要作用。综合上述理论与实证研究可以认为，相较于知觉符号，语言符号并

不考虑文字符号与概念原型的映射关系，而仅依赖于计算机化的匹配过程，故在语言加工中

更易激活，且激活时间更早，实现语义理解的速度更快。因此对于外语学习活动，也有理由

相信，语言符号表征便于学习者快速获取学习材料的语义信息（正如我们通过“母语-外语”

匹配比通过“图片-外语”匹配更易理解外语词汇语义）。 

其次，对于本研究，我们先前曾对记忆编码阶段诱发的早期 P2 成分进行了分析。以往

研究认为，P2 成分的幅值与刺激的高级知觉分析过程相关(Brang et al., 2008; Wang et al., 

2016)。鉴于此，我们希望通过考察 P2 来比较两种符号表征条件对编码阶段早期知觉分析的

影响。但我们的研究结果仅表现出 P2 的平均波幅在语言符号表征条件下出现偏侧化差异（左

脑＞右脑），在知觉符号表征条件下无偏侧化区别，而 P2 在两种表征条件下的差异却不显

著。综合两种表征模式对不同模态信息的加工特点，以及大脑对言语和非言语信息的加工分

别存在左、右半球的偏侧优势(Marco et al., 2010)，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表明语言符号表征

条件更为强化对语言皮层的早期激活，侧重通过言语通路影响对外语词汇的高级知觉分析，

从而使 P2 成分更偏于左脑。而知觉符号表征条件下词汇诱发的 P200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左

右半球差异，可能表明知觉符号表征对词汇高级知觉分析的影响并未侧重于言语（或非言语）

通路，或者说知觉符号表征多模态化的特征表现需要以深层加工为基础(Louwerse et al., 

2017)，因此其对词汇记忆编码的特异性影响相较语言符号表征更为滞后。简言之，本研究

的 P2 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语言符号表征相较知觉符号表征优先对词汇学习发挥了特

异化的作用，这为其“便于学习者快速获取学习材料的语义信息”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本研究的 P2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对记忆编码阶段 P2 平均波幅进行 2（知觉/语言符号表征）×2（左/右脑）×5（前后电

极位置）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 F(4, 

200)=0.31, p=0.69；表征方式和左右脑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50)=4.11, p=0.048, ηp
2
=0.08，进

一步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语言符号表征条件下，P2 在左脑的平均波幅(5.40±2.02μV)

显著高于右脑(4.78±1.73μV)，F(1, 50)=4.65, p=0.036, 95% CI [0.04, 1.16], ηp
2
=0.09；在知觉符

号表征条件下，P2 的平均波幅在左脑(4.73±2.15μV)和右脑(4.93±1.75μV)差异不显著，F(1, 

50)=0.50, p=0.48, 95% CI [-0.76, 0.36]。以上结果显示，语言符号较之知觉符号表征条件下诱

发的 P2 出现更明显的偏侧化特征（从地形图中也可看出语言符号表征条件下 P2 的左右脑

分布更加不对称，见图 1）。此外，前后电极和表征方式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4, 200)=3.21, 

p=0.08；左右脑和前后电极的交互作用显著 F(4, 200)=14.30，p＜0.001；ηp
2
=0.22；表征方式

主效应不显著 F(1, 50)=0.29，p=0.59；左右脑的主效应不显著，F(1, 50)=1.05，p=0.31；前

后电极的主效应显著，F(4, 200)=94.72，p＜0.001，ηp
2
=0.66。 



 

图 1 语言符号表征（a）与知觉符号表征（b）条件下词汇记忆编码阶段诱发 P200 及其地形

图（虚线-实线） 

但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未发现 P2 在两种表征条件间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时有关 P2

在本研究中的认知意义皆基于以往一般语言认知研究的推导。因此可能说服性较弱。为突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即两种表征条件比较的差异），我们在稿件中并未包括有关 P2 成分的

分析讨论。最后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在前言 1.1 部分（见 26~35 行）及讨论 4.3 部分

（见 377~378 行）补充了支持“语言符号表征便于学习者快速获取学习材料的语义信息”这一

论点的研究证据。 

……………………………………………………………………………………………………… 

 

审稿人 2 意见： 

该文章通过行为与脑电实验技术，比较外语词汇学习过程中，语言符号与知觉符号表征

对词汇记忆编码与再认的影响过程。整体而言，研究设计思路清晰，变量控制严谨，统计分

析合理。研究结果为理解不同模态的知识表征对词汇学习机制的影响提供了实验证据。有以

下意见或建议。 

 

意见 1：研究拟检验的关键研究假设不是很清晰。从前言的陈述看，更像是基于结果（ERP

成分或频段）的解释来回溯出一个相关联假设或研究预期，而不是先确立问题和假设，再选

择合适的指标来检验此假设。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评价及建议。为避免数据驱动的阅读感受，我们将原文 1.3 部分拆分

成了 1.3、1.4 两部分，并对内容进行了补充与调整。首先我们基于语言表征当前的研究现状

提出本研究关注的科学问题，即两种符号表征作用下的外语词汇学习效果是否存在差异？这

种差异背后的认知神经机制又是什么？其次，我们根据知觉符号表征的多模态认知优势，以

及大量有关感知运动经验促进学习记忆的实验证据提出本研究总的研究假设，即知觉符号相

较语言符号表征应能对外语词汇学习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根据符

号整合理论对两种表征系统认知特性的论述，以及相关记忆领域的研究结论，分别对两种符

号表征影响词汇记忆编码与提取的差异进行了分析预测（上述内容的补充修改详见1.3部分，

第 72 行~96 行）。 

最后我们以这些预测为依据提出了本研究所关注的脑电特征成分及其结果假设（见 1.4 部

分）。我们希望通过上述调整来进一步提高问题提出及脑电特征选择的合理性。 

 

意见 2：研究采用的实验范式与真实生活中的词汇学习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是否会影响研究

发现或对结果的解释，值得作者思考，并建议进行适当讨论。比如，研究者仅选用了“上”

和“下”两个概念，而每个概念有 40 个不同的词汇形式与之相对应。在这种情况下，被试究



竟学到了什么其实很值得思考。按照直觉判断的话，被试在学习中可能主要是在辨析不同的

词形，而不是像一般词汇学习中所需要的建立形-义连接。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提出这一问题。外语词汇学习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活动，涉及众多潜在的

影响因素。本研究作为一项基础实验研究，旨在尽可能的精确操纵语义表征这一自变量，控

制无关变量，并为脑电数据分析提供充分的数据量。在保障本研究的内部效度同时，势必会

对生态效度产生一定限制。 

如果不对学习材料的数量、种类、熟悉性等进行限制，将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自变量混淆。特

别对于知觉符号表征条件而言，如果不加限制，涉及较多的词汇，一是很难对该条件进行操

纵，二是会导致被试的知觉表征过程较复杂，难以对其过程和诱发的脑电相关指标进行量化

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各方权衡下，只采用了“上”和“下”两个概念的多国语言作为学习材料。 

但是我们认为在本研究中，被试是需要像在真实学习情境中那样去建立外语词汇的形-义连

接的。原因在于，本研究的再认阶段包含未学习过的填充材料，根据实验任务，被试即需要

区分学习/未学习过的词汇，又要对学习过的词汇进行语义回忆方能做出判断。因此，单纯

依赖词形辨析不足以使被试完成再认测试。且我们设置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被试剔除标准（即

根据概率分布剔除再认正确率在随机猜测概率以下的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也始终对被试的

学习情况进行了监督。在剔除标准与再认测试程序的限制下，被试在学习阶段不单要识记不

同词形，更需要仿照真实学习情境，将各词汇与对应语义建立形-义连接，方能通过再认测

试。因此，有理由相信，本实验任务可以有效检验外语词汇学习过程以及语义表征对这一过

程的影响。 

当然，在理解清楚本研究所关注的认知过程及其神经机制后，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包含更

多概念的外语词汇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考虑如何在真实学习情境中对语义表征方式进行操纵

与检验。 

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在综合讨论 4.2 部分增加了对这一关切问题的讨论（见 352~362

行）。 

 

意见 3：即使研究者在材料选择时，希望避免被试的学习策略，但被试仍有可能会采取一定

的学习或记忆策略，比如仅关注刺激某个局部特征（字母）的差异，不知道作者在研究结束

后是否针对该问题对被试进行过访谈。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此问题我们所做的工作有以下几点：第一，实验材料方面，

我们在正式实验前招募了一些被试参与本研究的行为预实验，并在实验结束后对被试进行了

有关实验感受的访谈。根据访谈结果，我们替换了若干易引起联想或策略加工的材料。此外，

我们对每个 block 的外文词汇都进行了一定的匹配，以减小被试依赖某字形特征进行语义分

类。第二，实验程序方面，在每个正式实验的 block 前，我们都会让被试进行充分的休息，

并强调指导语的要求，以强化被试按照指导语规定的记忆方式进行学习。实验后我们也对被

试进行了访谈，询问其是否按指导语要求进行实验。确有少数几人因疲劳等原因没能严格遵

守，我们已将其数据剔除，其余被试均表示能较好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第三，为进一步排

除评审专家提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对所有编码阶段学习材料的行为结果进行了以项目为单

位的统计分析，其结果与以被试为单位的分析相似，见下表。 

表 2 语言与知觉符号表征条件下的 JOL 与再认正确率的项目分析 

因变量指标 实验条件 M±SD t p Cohen's d 

JOL 
语言符号表征 5.83±0.66 

-0.75 0.46 
 知觉符号表征 5.87±0.72 

再认正确率 
语言符号表征 0.63±0.16 

-5.02 ＜0.001 -0.47 
知觉符号表征 0.71±0.18 



由于本研究两个实验条件下被试学习的词汇材料相同，如果材料引起了某种策略加工，

那么两实验条件均会受此影响。但无论项目还是被试分析结果均显示出再认正确率的显著实

验分离，因此我们认为可以排除材料的干扰作用。 

综上，我们认为实验材料和程序是能够有效检验本研究所关注的语义表征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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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较好地回复了审稿人的问题，建议发表。 

 

编委意见：作者针对审稿意见进行了详细的修改，审稿专家对回复表示满意。我阅读了文章

修改稿，同意审稿专家的看法，建议接受发表。 

 

主编意见：同意外审和编委意见，建议录用。 


